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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韓國與中國大陸關係正常化的背景與發展 

 

 

第一節、韓中關係改變之因素 

 

一、八十年代國際環境的改變 

 

一 ) 意識形態之淡化 

 

一九八五年戈巴契夫上台之後，在蘇聯社會主義所面臨的政治、經濟、社會

的危機認知而提出「重建」和「開放」政策，使得東歐關係上出現真正結束冷戰

的轉機。１ 

 

在美國方面也構思新對外政策，其原因：第一、國防能力雖有改善，但是軍

事支出龐大令人吃驚，而欲達到對凌駕於蘇聯的軍事優勢仍很困難；第二、美國

在中東、中美洲等地區面臨很多問題；第三、西歐盟國希望美蘇和解，歐美民間

反核運動不斷擴展；第四、蘇聯經濟雖因軍備競賽受到不利影響，但並未出現重

大危機等原因。２所以，美國也有感覺到重新謀求和解的必要性。 

 

美國和蘇聯一九八五年十一月雷根與戈巴契夫在日內瓦舉行高峰會議後，從

此兩國關係逐漸緩和，走向新關係之途。兩國關係的變化，對於全球範圍之內的

各地區的冷戰架構的變化，有了直接的影響，終究導致蘇聯和東歐共黨政權的崩

潰，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完全改觀。這種國際環境的變化，

對於代表東北亞冷戰的韓半島有正面的影響，包括南北韓關係、南韓和中國大陸

關係、中國大陸和台灣之兩岸關係上都出現新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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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追求經濟發展 

 

然後，國際體系的另一個特質就是追求經濟發展。除了國家主權獨立與安全

的維護之外，追求經濟發展幾乎已經成了每個國家的基本政策和目標。經濟重要

性的愈受重視，與現今國際體系的互賴性增強，密切相關。經濟能力的強弱亦是

國力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而且，經濟情況的好壞也與社會安定直接有關。 

 

中國大陸自一九七八年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行改革開放政策，並將實現

「四個現代化」訂為國家政策目標，進入八○年代，中國大陸領導人仍不斷強調

改革與開放的政策不變，把追求經濟發展列為國家最高目標。 

 

二、八十年代中國大陸對外政策的改變 

 

一 ) 中蘇關係的惡化和中美關係的發展 

 

中國大陸自五○年代末與蘇聯交惡，六○年代關係更進一步惡化，甚至爆發

了激烈的軍事衝突。中國大陸感到安全深受威脅，因此逐漸向美國靠攏，而美國

眼見中蘇關係惡化，認為有機可乘，也計劃聯中制蘇，於是七○年代就形成了美

國與中國大陸的「半聯盟」（semi-aligned）型態，此時期中國大陸認為對其安全

威脅的首要敵人已從美國轉而為蘇聯。３ 

 

二 ) 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 

 

一九七○年代中期，中國大陸正面臨各種政治與經濟的問題。在經濟方面，



 14

十年「文化大革命」招致的生產力停滯現象以及經濟退步現象，若不大幅度改變

經濟政策，中國大陸必然出現嚴重的危機。在政治方面，文革派與鄧小平派之間

的權力鬥爭日益激烈，可預見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陸的動亂狀況。４在這種情況

下，周恩來於一九七五年一月在中國大陸「四屆人大會」上提出「四個現代化」

的構想，他說「遵照毛澤東指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兩步來設想，第

一步即在一九八○年以前，建成一個獨立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在本

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

界前列。」５ 

 

一九七八年十二月所舉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國大陸改革開放

政策上關鍵性的大會。鄧小平從此成為名實相符的中國大陸最高領導人，並確立

其實用主義路線。 

 

該「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度提高生產力，

也就是必然的要求多方面改變同生產力發展不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

不適應的管理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６這個公報談到經濟管理體制和其

方法的改革，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設備，讓企業有

更多的經營管理自主權，實行按經濟規律辦事，重視價值規律的作用。７ 

 

從此以後，中國大陸為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採取「政經分離」政

策。所謂「政經分離」，通常指在東西冷戰體系下無邦交的不同意識形態國家之

間互補性經濟往來的一種方式，也是一個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渡性措施。８ 

 

 

第二節、中國大陸對韓國政策的基本目標及政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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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代中國大陸對外經濟工作已成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成功的關鍵。八

○年代中國大陸的核心任務已從政治意識形態鬥爭調整為經濟建設，中國大陸的

對韓半島政策亦隨之而變。 

 

鄧小平在一九八八年九月曾對來訪的日本商界代表團說過：「與南朝鮮建立

經濟關係是對中國推行現代化有利。」９這是中國大陸在經貿上對韓國的基本肯

定，並表示八○年代中國大陸對韓半島政策轉變的基本認知。 

 

總而言之，中國大陸在不牽涉到政治的前提下與韓國進行經濟貿易來往，以

獲取最大利益。 

 

 

第三節、韓國對中國大陸政策的演變 

 

一、韓國北方政策之推進 

 

雖然一九七八年中國大陸在實用主義下開放外交，假如沒有北方政策的推

動，韓國和中國大陸之建立外交關係是很可能無法實現。一九八八年慮泰愚大統

領宣布積極推動「北方政策」之後，韓國與中國大陸的關係才出現極大發展。那

麼，韓國北方政策是甚麼？北方政策給韓中關係有哪些影響？以下探討這些問

題。 

 

一 ) 北方政策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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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六九年初，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就任總統以後，尼克森總統發

表亞洲新政策，其訊息為，美國軍事力量將逐漸由亞洲撤退，接著在外交上採取

緩和政策，廣泛與共黨國家接觸，之後又訪問中國大陸等事件發生，使亞洲局勢

為之震盪。１０韓國政府為了適應一九七○年代國際情勢的變化而於一九七三年六

月二十三日發表「六二三和平統一外交政策宣言」。在「六二三宣言」之後，開

始使用「北方政策」（Nord-politik）。其主要方向為逐步改善與蘇聯、中國大陸的

關係，使得北韓放棄發動南侵而進一步幫助韓半島之安定和和平統一。 

 

二 ) 北方政策之目標和特徵 

 

有關「北方政策」之目標，總體來說是韓國要透過中國大陸、蘇聯以及東歐

關係改善，謀求南北韓和平共存體制而進一步達成統一的一個政策。１１北方政策

的主要目標包括：１２ 

(1) 改善與共產黨國家的關係。 

(2) 減低北韓反對的敏感度。 

(3) 固守政經分離的原則。 

(4) 與美國合作均衡發展同北韓的關係。 

(5) 有系統地發展與北韓的經濟關係。 

(6) 加強外交官的訓練養成以展佈外交工作網。 

(7) 強化外交政策研究，設定中程目標，嘗試一切可能實現的方法。 

 

北方政策的特徵為：１３ 

(1)自主外交，依照國家利益而制定，適合國情，有益國際和平及國

內民主的發展。 

(2)全方位外交，範圍擴大，不受意識形態之拘束。 

(3)採取互惠平等、友好、睦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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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方政策的具體方法為：先謀求在共黨國家設立貿易辦事處，下一步是將貿易辦

事處發展為常駐代表處，最後是建立正式外交關係。１４ 

 

三 ) 北方政策的展開 

 

自韓國政府宣布「六二三宣言」以後，韓國即積極展開對共黨國家的笑臉外

交攻勢，一直到八○年代中期為止，在政治外交方面，由於蘇聯與中國大陸等仍

堅持北韓才是韓半島上唯一合法政府的態度，一直沒有獲得肯定的結果。１５ 

 

但是，慮泰愚大統領在一九八八年七月七日發表的所謂「七七宣言」是北方

政策之一大轉折點。「七七宣言」之要旨如下：１６ 

(1)推動南北同胞積極互相交流以及讓海外同胞能自由出入南北韓

自由來往門戶開放。 

(2)政府積極推進確認離散家族的生死、地址以及書信往來、互相訪

問。 

(3)南北韓門戶開放以及互相貿易為民族內部的貿易。 

(4)不反對友邦國與北韓之間非軍事物資的貿易。 

(5)在於國際社會裡希望南北韓自由接觸以及合作。 

(6)有意協助北韓與韓國友邦的關係改善。 

 

其最核心內容是不再把北韓視為競爭、敵對的對象，而視為民族共同體的一

員，以這樣的基本內容認識為大前提推進與中國大陸、蘇聯及東歐諸國家的關係

正常化而達成北方政策的最終目標。因此，「七七宣言」不但是北方政策之積極

推動之結果，在實際上也是韓國與中國大陸建交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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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北方政策新轉機的另一個背景是國際情勢的變化。一九八○年代蘇聯政

府推進國內改革政策，蘇美之間發展成政治和解和經濟合作的關係。此一氣氛促

使東西陣營意識形態的障礙逐漸消失，東西陣營以國家安全為中心的政治轉為重

視個別國家之間的貿易、投資、技術合作等，就是實行改革開放政策。 

 

再者，一九八八年漢城奧運的成功，使全世界各國都肯定韓國之民主化以及

繁榮。 

 

首先是於一九八九年二月韓國與匈牙利發表建立大使級外交關係，同年十一

月與波蘭建交。１７接著先後又與南斯拉夫、捷克、保加利亞、外蒙、羅馬尼亞、

蘇聯以及阿爾吉利亞等國家正常化。到一九九○年十月三日，韓國共與一百四十

五個國家建立外交關係。這是展現出韓國「北方政策」的成果。 

 

 

第四節、韓國與中國大陸關係之發展 

 

韓國與中國大陸關係，在進入八○年代以後開始有了很大的轉變。對中國大

陸來說，由於「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決定與韓國展開經濟、文化、體育等非政

治性交流。本節要分析韓國與中國大陸建交過程。 

 

一、中國大陸民航機事件 

 

在七○年代末以後，國際情勢之改變、韓國北方政策以及中國大陸追求經濟

建設影響了韓中兩國關係的變化，使得中國大陸與韓國開始貿易、人員交流等非

政治性接觸。但是，雙方官方之間的接觸是始於幾次的中國大陸的「反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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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韓國投奔事件。首先，在一九八二年十月十六日中國大陸空軍少校吳榮根駕

駛米格十九降落韓國。這是於一九六一年十月十五日邵希彥與高佑宗駕駛AU2

型輕運輸機經由韓國投奔自由到台灣以後，第一次中國大陸空軍經由韓國投奔事

件。在此事件之前，正在進行北方政策而與中國大陸已有貿易關係的韓國，在處

理此事件時，採取慎重態度，在吳榮根受調查期間的三天封鎖新聞。三天後發表

新聞說明事件經過和駕駛員吳榮根「前往第三國」的意願。１８到了二十二日才宣

布吳的個人意願到中華民國，其駕駛飛機以國際慣例處理，即將交給中國大陸。

這次事件在吳三十一日前往中華民國而結束。 

 

然後，於一九八三年五月五日發生的「中國大陸民航機事件」使韓中兩國之

間打開了直接談判的契機。卓長仁等六人脅迫一架自瀋陽飛往上海途中之中國大

陸民航二六六號班機（英製三叉戟式HS一二一型噴射客機），迫降韓國漢城東

北七十公里之春川美軍基地，機上共有乘客一○五人（機組人員九名、日本乘客

三名）１９卓長仁等六人立即表示前往中華民國的意願。 

 

六日，韓國政府發表處理此事件的原則，文化公報部發言人說：「韓國將以

尊重海牙公約的精神，據以處理飛機、機員及旅客之方針」２０因此，韓國政府決

定處理原則，整個事件由外交部主管，六名劫機者由國防部監管，審理問題由法

務部主管，其原則的基礎為以「海牙公約」等國際慣例，將乘客、機員、機體送

還中國大陸，對於六名有另外處理。２１ 

 

七日，中國大陸派遣民航局長沈圖到漢城與韓方交涉人員與客機送還問題，

造成韓中兩國之間首次官方接觸。 

 

不透過第三國的韓國與中國大陸之間「出乎一般的預料」的直接談判，五月

十日結束，雙方在接受對方正式國號作成「簽署備忘錄」，解決了「意外災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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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並且在九條的「備忘錄」當中規定「約定將來發生涉及類似緊急情況，

將本著處理這次事件的充分合作精神來進行合作」，以「開創了無邦交國家之間

處理共同關心事務的先例」。２２ 

 

從此次事件以後，韓國與中國大陸兩國之間發展經貿、體育交流等各方面的

關係。在一九八四年，韓國方面藉以國際會議、體育交流、經貿活動、「離散家

族」的探親等目的訪問中國大陸者已有 77 人；中國大陸方面許可 29 名人員的訪

韓，以及 228 名韓僑的訪韓等。２３ 

 

二、魚雷艇事件 

 

一九八五年三月二十一日，中國大陸海軍北海艦隊所屬的魚雷快艇編號三二

一二號兩名軍人發難，槍殺六個人，擊傷兩個人之後，控制其餘艇員九個人返航

開向台灣，因燃料用盡再海上漂流九個小時後，被韓國漁船發現，最後二十二日

由韓國軍艦拖到漢城南方兩百多公里的群山港。隨後二十三日凌晨，中國大陸軍

艦三艘進入韓國海域搜索，被韓國海空軍驅退。２４因此，韓國對此「侵領海事件」，

向中國大陸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道歉」。對此，中國大陸承認軍艦入侵韓

國領海，但同時要求韓國釋放魚雷艇和人員。２５ 

 

次日（二十四日），韓國文化公報部長李元洪發表「魚雷艇事件」，說經過調

查並無任何政治動機，打鬥的原因是單純的個人事件，因杜新力、王中榮受到上

級責罵一時衝動開槍射擊，造成六死兩傷。以此理由，韓國政府決定將中國大陸

的快艇及全部人員交還給中國大陸。２６ 

 

中國大陸為了解決這次魚雷艇事件，再次透過駐香港「新華社」和駐香港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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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領事館開始談判。於是二十六日中國大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授權的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名義向韓國道歉，中國大陸以英文和中文作成備忘

錄，對於侵犯「水域」一事「道歉」，並對韓國政府（貴方）決定早歸還人與艇，

中國大陸表示「感謝」。在備忘錄之中沒有使用「貴國」和「領海」，只用「貴方」

和「水域」的詞彙，以迴避承認韓國為主權國的政治效果。但是，中國大陸還是

接受韓國的要求，對於侵犯「水域」表示「道歉、懲罰及感謝」，以實際上肯定

了韓國領土主權。２７ 

 

二十八日，韓國把人和快艇交還給中國大陸，於此正式結束此事件。２８ 

 

自本案發生後，在中華民國方面發表嚴重地不滿聲明，使韓國與中華民國的

關係越惡化，但是，在韓中關係之間就從此開拓了政治關係。２９ 

 

三、漢城亞運和漢城奧運 

 

第十屆亞洲運動會於一九八六年九月二十日起十六天在韓國首都漢城舉

行。中國大陸派於一百十四名的亞運代表團到無邦交的韓國，中國大陸對韓半島

的新政策已有了明顯取向。３０ 

 

在一九八八年漢城奧運前一年的一九八七年，在八○年代末宣布「北方政策」

之韓國政府對內外強烈宣傳，奧運為韓國北方政策的轉折點，透過各種渠道進行

中國大陸和蘇聯以及東歐「北方國家」的交涉。加上，中國大陸為了實現「四個

現代化」等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對於韓國採取了發展關係的政策。所以，中國大陸

對韓國表示參加奧運之外，一直強調韓中兩國之間的經貿關係的發展。３１然而，

中國大陸還是不願意失去其安全上極重要的北韓的傳統友誼，也不希望蘇聯在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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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韓和韓國為所欲為，所以，中國大陸對於南北韓關係上採取不同發展關係的政

策。當時中國大陸總理李鵬對於韓半島政策的方向說： 

 

『中國大陸決定參加奧運會，有兩個原因：一是因為中國是國際奧運會的正

式成員，中國參加奧運會是按奧運會章程行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這是

一次體育盛會，中國的體育界和廣大體育愛好者願意看到中國的體育健兒參加這

次盛會，通過這此大會，可以交流技術、提高體育運動水平，加強運動員之間的

友誼。－－－中國在處理朝鮮半島的問題時是從希望朝鮮半島能保持緩和與穩定

這個大局出發的。中國和南朝鮮沒有外交關係。中國也不準備同南朝鮮建立外交

關係。－－－同中國與其他一些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和南朝鮮

之間有貿易往來，但是非官方的，是民間的渠道來進行的。』３３ 

 

在漢城亞運和漢城奧運之後，韓國和中國大陸的關係頗有進展。從此，中國

大陸對韓國擴展了經貿關係。一九八五年以來的雙方貿易額僅佔各方全體貿易的

2﹪左右，而且，彼此依賴程度上低。３４但是，一九八六年為 12億美元、一九八

七年為 16億美元。一九八八年雙方之間進行有關辦事處問題的協議之後，雙方

的貿易從香港、第三國的間接形式改為直接輸送、直接商談的形式。而且，同年

十一月「中國銀行」和韓國的「外換銀行」之間締結外換契約等的雙方貿易條件

的改善之下，貿易總額增加為約 30億美元。一九八九年為 31億美元，一九九○

年為 38億美元等，到了一九九○年中國大陸已成為韓國的第四大夥伴，韓國已

排名為中國大陸的十大貿易國之一。３５一九九二年一月一日，韓中締結「貿易協

定」之後，韓中雙方更擴大經濟交流。 

 

在韓國對中國大陸投資方面，從一九八五年以透過第三國當地公社的間接投

資形式開始改為一九八八年末以來直接投資開始以後急增，在一九九○年韓國對

中國大陸投資已達 260件 2億 1千萬美元的規模。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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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和中國大陸之建交 

 

韓中關係正常化雖因中間有中國大陸一九八九年六月四日天安門事件而使

韓中雙方關係受到了曲折，但是，韓中兩國關係還是繼續往前發展。一九九○年，

在韓國和蘇聯關係正常化和國際緊張情勢緩和的背景之下，韓國與中國大陸在同

年達成協議設置具有領事能力的貿易辦事處。此外，一九九一年，南北韓同時加

入聯合國後，有助於加速與中國大陸建立外交關係。上述背景加上下面一些因素

的考量，終於導致中國大陸改變只承認北韓的韓半島基本政策：第一，中國大陸

判斷，由於東北亞局勢的變化，已不再繼續延遲兩國建交，而且，與韓國建交反

而會促進北韓與日本及美國改變關係。第二，中國大陸可能認為，韓國和中國大

陸建交對於拒絕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北韓可成為一個警惕，並且，有助於解決韓

半島問題。為使北韓對其與日、美改善關係之前提的南北韓互相核武檢查採取讓

步，中國大陸很可能決定盡早與韓國建交。第三，一九九一年七月，非洲的尼日

共和國不顧與中國大陸斷交的代價而與中華民國建交，給予中國大陸相當大的衝

擊。中國大陸可能因此決定了要與韓國建交以彌補其外交上的失敗。第四，是出

於經濟上的理念，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大陸為促進改革和開放，感到了與韓國

進行經濟合作的重要性。３７通過幾次的會談之後，一九九二年八月二十四日，韓

國與中國大陸政治建交。韓國北方政策，加上，中國大陸領導人鄧小平追求經濟

建設，有利地推動了韓國與中國大陸之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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